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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知者的在场：多子女家庭冲突中的“协商
无知”与儿童伦理的发生

针对多子女家庭中规则无法根除手足冲突的困境，既有研究已成功将焦点从“父母建立规则”推向“父

母守护儿童自主解决冲突的过程”。本文在此基础之上，指认出“守护发生”范式内部一个未被审查的

底层预设——父母始终保留着对“何种结局算得上好的冲突收场”的最终判准权。这一预设使得“将问

题交还儿童”的承诺未能完全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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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针对多子女家庭中规则无法根除手足冲突的困境，既有研究已成功将焦点从“父母建立规则”推

向“父母守护儿童自主解决冲突的过程”。本文在此基础之上，指认出“守护发生”范式内部一个

未被审查的底层预设——父母始终保留着对“何种结局算得上好的冲突收场”的最终判准权。这

一预设使得“将问题交还儿童”的承诺未能完全兑现。本文从家庭冲突现场的尖锐矛盾出发，提

出一个新概念“协商无知”：它不是指父母的消极退缩或认知缺陷，而是指父母在特定冲突现场

，有意识地悬置自身对“公正收场”的暗默定义权，在确保基本人身安全的绝对底线之上，将终

局裁量权连同定义收场标准的权力，以结构化的、可被儿童感知的方式交还给冲突中的儿童自

身。通过与“消极能力”“悬置判断”等邻近概念的严格辨析，本文论证了“协商无知”的不可还原性

在于：它不是在认知层面对某一命题悬置判断，而是在关系层面从一个不对等的权力结构中主

动撤回成人的导引性在场；它的核心不在成人的内在修为，而在儿童由此被抛入的、一种此前

不被允许存在的伦理真空。本文借助真实家庭冲突的多个田野切片，展示“协商无知”如何在实

践中运作、可能失败、为何仍值得冒险，并以博弈论与发展心理学的资源正面论证一种不由成

人判准预设的动态公平如何从这片空地中艰难生发。最后，本文诚实划定协商无知的保护红线

，正面回应它可能被滥用为放任借口的风险，并为那些不擅长“为自己出价”的脆弱儿童保留了

伦理出路，同时明确其证伪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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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重新提出：当“守护发生”变成了另一种“塑造”

在多子女家庭的养育现场，有一种困惑在经历了从“建立规则”到“守护发生”的深刻范式转换后，

依旧顽固地残留下来。这个困惑不易察觉，因为它不再以“为什么我定了规则孩子还是吵”的粗糙形

式出现。它穿上了一件更精致的外衣，听起来像这样：“我已经很努力地在守护他们自己解决问题的

过程了——不急着当法官，试着帮他们翻译情绪，在合适的时机把问题交还给他们自己。可为什么

，他们之间那杆秤，好像还是没有真正长出来？”

应该承认，从“建立”到“守护”的这一步，已经是家庭教育领域一次极其可贵的自我超越。它松动

了那种把家庭秩序看作可由成人理性设计、自上而下颁布的静态成品的想象，转而将秩序视为在手

足间充满摩擦的日常互动中被动态生成的东西。前者视父母为规则的工程师与终审法官；后者视父

母为冲突现场的在场者与纠葛的翻译者。在“守护发生”的框架里，父母不再需要用规则去扑灭每一

次争吵，也不再需要用分配的精准去消弭每一次“不公平”的哭诉。它看见了冲突本身的价值，看见

了修补经验在时间中的积累力量，看见了公平不是一份可以一次性切割的蛋糕，而是一段需要共同

经历的、漫长的揉面过程。这一切都是真实的推进。

然而，正是这样一个深刻的范式，在反复的实践中，开始显露其自身一道隐秘的裂隙。这道裂

隙不在它的操作技术层面——不是说它的翻译技巧不够纯熟，或者守护的红线划得不够清晰。裂隙

在更深处，在它最深的那块理论基石上。

让我们用一个真实的片刻来触及这道裂隙。一位母亲，已经读过许多相关论述，深知自己的角

色不是去裁决女儿和儿子之间的争吵。那天晚上，女儿因为弟弟动了她的手工材料而大发雷霆，把

弟弟搭了一下午的积木城堡一掌推倒。母亲克制住了冲进去各打五十大板的冲动，也忍住了直接宣

布“推积木就是不对”的裁决。她蹲下来，尝试翻译纠葛。她对女儿说：“你花了三个晚上做的东西，

弟弟没问你就动了，你感到你的东西不被尊重了，对吗？”女儿哭喊得更凶。她又转向呆立在一旁、

眼眶泛红的儿子说：“你是觉得孤单，看姐姐在做很有意思的东西，想和她一起玩，但不知道怎么说

，就伸手了，对吗？”儿子“哇”地一声哭出来。

到此，一切都符合“守护发生”的脚本。然而真正的考验在下一刻才到来。两个孩子都哭了，都

表达了委屈，但女儿依然不肯原谅弟弟，弟弟也倔强地不肯道歉。母亲陷入了巨大的犹豫——按照

理论，下一步应是“把问题交还给他们”：“你们觉得，这件事可以怎么解决？”

就在她即将说出这句话的那一刻，一个念头闪过她的脑海。她忽然意识到，当她问“你们觉得可

以怎么解决”时，她其实已经在隐隐地期待一个答案。她期待女儿能“大度一点”，至少承认不该动手

推积木；她期待弟弟能“懂事一点”，主动道歉，说以后再也不动姐姐的东西。她以为自己是在把裁

决权交还给孩子，但她其实只是在等——等他们的回答，刚好落在她内心深处那个她认为“应该是这

样”的边界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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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女儿突然说：“我知道怎么解决。我把他的积木全推倒了，这下公平了。下次他再碰我东西

，我还推。”——这位母亲，或者任何一位正在实践“守护发生”的父母，真的能平静地接受这个“被孩

子自己裁决的结局”吗？

如果不能——而绝大多数父母确实不能——那么那个“交还”，真的把刀柄递给了孩子吗？还是

只是把刀柄上的绳子放长了些，而绳子的末端，依然攥在成人的手心里？

这就是本文要正视的裂隙。“守护发生”的范式，在完成对“规则塑造”范式的批判时，并没有彻底

割断它与旧范式共享的那条脐带。那条脐带，是一种关于“何为良序”的知识宣称。旧的范式宣称良

序是一套可以被规划、被颁布的清晰规则体系；而“守护发生”的范式，在拒绝了规则的规划性之后

，却暗中挪用了另一种宣称：良序虽然不能靠规则来规划，但良序生长的方向，是“可以被守护者辨

认的”。父母不再说“我知道规则是什么”，但他们在冲突现场，仍在用一个未被质疑的知觉器官，识

别、期待乃至引导那个秩序朝一个他们觉得“应该如此”的方向走去。“守护发生”悄悄地把“塑造”的模

具，从一套死板的制度，换成了一双在暗中导引的手。这双手可以很温柔，可以很克制，但它们依

然在导引。它只是从“控制结果”变成了“控制过程的方向”。那个宣称“下次我还推”的女儿，她的“裁决

”不符合守护者对“良序生长”的期待——于是这个裁决就会被隐性地否决，被新一轮更耐心的翻译重

新软化、重新导引，直到它的棱角被磨平、它的野性被驯化，变成一种成人情感可以接纳的温和形

态。这难道不是在冲突伦理这件本该由孩子亲手打铁的活计上，由成人预先描好了铁器的图样吗？

这便是本文立论的起点。“守护发生”理论绝非错误，但它尚未彻底。它少问了最后一个、也是

最致命的一个问题：如果守护者不知道被守护的东西应该长成什么样，会发生什么？ 如果父母在冲

突现场，不只是不做法官、不只是不急着推规则，而是更进一步——在那一刻，诚实地、彻底地放

弃他们关于“这件事应该怎么收场”的任何知识宣称，放弃去辨认“良序”图样的那种幽微期待，放弃把

孩子的裁决引向一个可以被自己理性消化的方向——这片被彻底腾空的、没有成人图纸覆盖的赤裸

空地，才是真正的、此前未被理论化的秩序发生的新起点。

本文的目标，就是去命名这片空地，并论证：这片空地本身，才是伦理能力在儿童身上真正萌

发的最深层条件。从“建立”到“守护”，是一次伟大的范式转换。但我们必须鼓足勇气，再从“守护”往

前走一步——走到“无知”。

二、指认底层先验：从“塑造”到“守护”，然后呢？

为了完成这一步跨越，我们需要一套严格的追问程序，去逮住那个迄今逃脱了理论审查的、真

正根深蒂固的先验。这套追问，从家庭领域最痛的矛盾开始，一步步追到连最前沿的批判者都还站

在上面的那块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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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问：这个领域里最痛的矛盾是什么？ 在大量多子女家庭的日常经验中，最反复出现却未被

真正解决的那道张力，比“孩子之间总吵架”要更深一层。它是：父母越是认真地对待冲突——无论

是用规则去治理，还是用守护去陪伴——冲突中所蕴含的那种本应属于孩子自己的、笨拙却真实的

伦理尝试，就越是难以在家庭中扎下根来。认真对待冲突，似乎恰恰扼杀了冲突中最珍贵的那个部

分。这不只是“用力过猛”，它暗示着一个结构性悖论：父母的认真本身——无论披着法官的黑袍，

还是守护者的布衣——都在挤占某个本该由孩子完全占据的空间。

第二问：旧的解释路径为什么反复失效？ 规则进路（如行为主义取向的父母效能训练中某些强

调“自然后果”与“逻辑后果”的版本）失效，是因为它把黏稠的纠葛硬塞进“对错”的预置模具，剥夺了

孩子亲手摸索伦理边界的机会——这一点，“守护发生”取向已经说得很清楚。然而，为什么连“翻译

纠葛”、“在场不裁决”、“把问题交还给孩子”这套看起来更尊重孩子自主性的路径，也在许多时刻失

效？那个母亲期待女儿说“对不起”、却听见她说“我不想道歉”的瞬间，就是失效的典型场景。失效的

原因，并不是翻译的句子不够准确，或交还的时机不够恰当，而是“交还”这个动作被发起的那一刻

，父母向孩子抛出的那个问句——“你们觉得可以怎么解决？”——本身并不是一个干净的、不带指

向的开放问题。它是在一个已经被成人关于“应该如何”的暗默知觉所框定的场域里被提出的。孩子

敏锐地察觉，妈妈期待的不是“我还想推一次”，而是某种能被接纳的和解方案。于是他们给出的答

案，不再是内心真正想说的，而是猜想父母想听的；或者，更坏地，他们发现无论说什么都会被新

一轮更耐心的翻译导引回那个温和的轨道，于是干脆放弃说话，让这次冲突在沉默中被搁置、被遗

忘，直到下一次更猛烈地爆发。

第三问：这些失效背后，那个从未被质疑过的先验假设是什么？

“守护发生”取向在批判“规则塑造”范式时，准确地指认了后者的先验：家庭良序可以被成人理性

规划。它撤销了这一先验，从而打开了从“建立”到“守护”的巨大理论空间。但“守护发生”自身呢？它

撤销了“良序可以被规划”，却没有撤销“良序生长的样子可以被辨认”。这里的“辨认”，不是指一个具

体的画面——不是说母亲心里想着“秩序应该是姐姐主动道歉、弟弟被原谅”这个固定剧本。它比这

更幽微。它是一种弥漫在守护者意识里的、关于何为“健康过程”的暗默知觉。当父母说“我们把问题

交还给你们自己解决”，他们并没有交还“什么是解决”的定义权。如果孩子给出的方案在父母看来不

是“解决”而是报复、不是“和解”而是压制——这个方案会被接受吗？显然不会。于是，交还的只是“

找出方案”的探索权，绝没有交还“判断这个方案是否合格的终审权”。那个终审权依然——且理所当

然地——握在父母手里。而这个终审的判准，尽管从未被写成条文，却实实在在地运行：好的冲突

结果，是孩子们的关系被修复、至少没有变得更坏；好的方案，是某种程度的谅解与妥协，而不是

一方对另一方的彻底压服。这种判准听上去无比正当——难道我们应该鼓励压服吗？——但恰恰是

这份“无比正当”，让它成了那个最难以被撼动的先验。“守护发生”偷偷预设：父母无论怎样克制、怎

样放权，都始终——且应当——拥有对“什么是关系健康”的最终解释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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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先验本身又预设了什么？它预设了一个更不容置疑的信念：成人的伦理知觉深度，必然比

儿童更接近“良序”的真实。哪怕成人已经刻意收敛，哪怕他们已经退到了守护者的位置，他们依然

不假思索地相信，自己作为成人，比孩子在什么是“更好的关系”上有更准确的直觉。孩子可以探索

路径，但不能重新定义目的地。这就是根。这才是“守护发生”取向所未能动摇的最后一道、也是最

初一道防线。这不是“塑造与.守护”的争论，这是“成人知道与.儿童不知道”这一贯穿现代家庭教育逻

辑的、不言自明的知识权力结构。

第四问：如果撤销那个先验，会打开什么？ 如果我们连这一笔也撤销——如果父母在冲突现场

，不只是不做法官，不只是不推规则，也不只是“守护”，而是在那一刻，连“什么样的结局算是好的

结局”的判准也一并悬置——会怎样？如果母亲在女儿喊出“我不想道歉”时，不把这句话视为一个必

须被绕过去的障碍，而是认真地把它当作一个合法的裁决方案来对待——会发生什么？

这不是疯话。这恰恰打开了那个迄今被遮蔽的空间：当父母不再用任何形式的“我知道”——无

论是对规则的知道，还是对健康关系该长成什么样的知道——去笼罩冲突的现场时，孩子们才第一

次被抛入一种完全裸露的人际处境。在这个处境里，没有人会帮他们判断，什么样的和解是“好的和

解”，什么样的终局是“可以被接受的终局”。他们必须自己面对那个最原始、也最沉重的伦理重量：

这一次，如果我坚持报复，对方会怎样？如果对方永远不原谅我，我又该怎么办？如果没有一个更

高的声音来盖章说“你们已经和好了”，那么，我们之间现在算什么？

这个处境是令人畏惧的，而正是在这畏惧之中，一种此前从未被真正调动的东西才可能被逼出

来——不是被父母引出来的，而是从这片空白里自己长出来的。那可能是女儿在沉默了一整晚后，

第二天早上悄悄把弟弟被推倒的积木捡进盒子里，一言不发；那也可能是弟弟在之后的一次争吵中

，突然停下正在辩解自己的嘴，说了一句“那你上次不是也没跟我道歉吗”——他们开始自己造一把

只在彼此之间生效的尺，一把没有成人刻度标记的、粗糙的、从反复的试探与报复与沉默与意外的

善意中磨出来的尺。

第五问：哪一个最小的、具体的反例，能一下子压垮旧框架？ 一个六岁和八岁的姐妹，为了一

包薯片该怎么分争吵。母亲在旁，守着“不裁决”的纪律，一言不发。姐姐把薯片分成两堆，一堆明

显多些，她伸手把多的那堆推到自己面前，说：“大的吃大的，小的吃小的。我解决了。”然后开始

吃。妹妹愣愣地看着，委屈地望向母亲。母亲心里翻江倒海——这是赤裸裸的以强凌弱，这不是“解

决”。如果按照“守护发生”的逻辑，这一刻母亲必须介入，翻译纠葛，导引向一个更公平的方案。但

如果姐姐此时清晰地说：“我分的，这就是我认为最公平的方案。我真的不想和她平分。我不想。

”——母亲该怎么办？不介入，等于默许强者定义公平；介入，等于推翻孩子的“自主裁决”，重新回

到成人判准的轨道。

这个最小反例以一记重锤压垮了“守护发生”的最后防线。它揭示：在被成人判准守望的“自主解

决”里，根本没有真正的终局裁量权——弱者可以抗议，但她不能自己定义公义；强者的方案如果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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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成人对公平的底线，就会被引力波拉回那个无形的轨道。成人的判准，是悬在所有“自主解决”头

上的那柄看不见的铡刀。而接下来我们要迈出的一步，就是放下这柄铡刀，看看会发生什么。

三、核心命名：“协商无知”——兼论它为何不是一个已有概念的应用

现在，我们必须为这片被腾出来的赤裸空地赋予一个不可还原的名字。

本文提出的核心概念是“协商无知”。在日常语境中，“无知”通常指认知上的匮乏或信息上的不足。

但在本文的界定里，它不指向消极的无能或单纯的不知道，而是指一种具有特定结构与伦理指向的

实践姿态：在多子女家庭的日常冲突现场，父母有意识地悬置自身关于“何种结局算得上公正收场”

的暗默判准，在守住基本人身安全这一绝对底线的条件下，将终局裁量权——连同定义“何为公正收

场”的标准本身——以结构化的、可被儿童感知的方式交还给冲突中的儿童自身。“协商无知”的“协商

”二字，标明了这种无知并非撒手离去，而是始终在一种关系性的在场中运作：父母仍在，仍在倾听

，仍在必要时介入；但他们介入的依据不再是“这个结局不够好”，而是“基本安全已被突破”。“无知”

指向认知判准的悬置，“协商”指向关系边界的维持。二者咬合，方成其义。[1]

一个概念要宣称自己不可还原于既有概念，就必须完成一项严格的理论校验：它是否能被某个

更早的、核心主张接近的概念用一句话完整替换而几乎不发生语义损耗？如果不能被替换，那么那

个替换不掉的辨别面是什么？下文将逐一处理与“协商无知”最邻近的候选概念——“消极能力”“悬置

判断”“赋权”与“放手”——以完成这一校验。在此过程中，本文的辨析方式将不满足于指明各概念的“

分类边界”，而是进一步展示：在实践谱系的重叠带中，“协商无知”如何被前一个概念的边界所无力

装下的特定张力逼出来，成为一种独立命名的必要。

（一）与“消极能力”的辨析：权力让渡何以溢出认知修为的边界

这是本文必须正面应对的第一个重要挑战。“消极能力”这一术语由诗人济慈（Keats, 1817）在书

信中首次提出，用以描述一种“安处于不确定、神秘、怀疑之中，而不急于追求事实与理由”的能力。

[2]这个概念后来被广泛引入精神分析——比昂（Bion, 1970）在其晚期著作中将其视为分析师容纳病

人投射性认同、不以过早的解释阻断病人自我理解过程的核心能力[3]——以及美学、教育哲学乃至

组织研究，成为一个描述个体在面对不可化约的复杂性时克制求解冲动的经典命名。

初看起来，“协商无知”与“消极能力”确有高度相似。两者都要求行为主体悬置急于“知道”和“解决

”的冲动，都在强调某一种“不做什么”的实践纪律。一个拥有充分“消极能力”的母亲，也许正能够在

冲突现场安处于“我不知道该怎么解决”的不确定之中，而不急于用法官式的裁决来消除焦虑。在这

个意义上，“协商无知”与“消极能力”的实践谱系确实存在重叠：一个具有高“消极能力”的成人，更有

可能践行“协商无知”。然而，这种重叠不应掩盖二者的不可化约差异——正是这些差异，使得“协商

无知”在“消极能力”谱系的边界处被逼了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命名。差异有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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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它们所“悬置”的对象不同。“消极能力”悬置的是认知性求解冲动：诗人面对混沌悬置解释

，分析师面对材料悬置诊断。它所处置的不确定性，是主体内部的认知不确定性——我不知道如何

理解这个现象。而“协商无知”悬置的是关系中的权力行使：父母不是不知道如何理解冲突（事实上

他们心里往往很清楚自己认为怎样才是好的收场），而是选择不把自己心里的那个“清楚”施加为冲

突解决的导向性力量。它所处置的，不是认知的不确定性，而是权力的不确定性——我把我有权定

义的东西，交了出去。

第二，它们完成自身的场域不同。“消极能力”在本原上是一种可以独自完成的内在修为。济慈

的诗人不需要一个在场所众来回应他的悬置；比昂的分析师可以在沉默中容纳，而不必向病人正式

宣告“我不解释”。但“协商无知”的发生场域，是一个不对等的权力关系——父母与儿童之间。在这个

关系中，优势方（父母）的悬置若要生效，必须被劣势方（儿童）感知到权力已被让渡。这不是一

种内在状态的自我涵养，而是一种改变了人际权力格局的宣告性言语行为（declarative speech act）。

当母亲说“这件事该怎么收场，我没有答案。你们两个自己决定”时，她不是在描述自己的认知状态

，而是在执行一个把裁量权递出去的动作。这个动作是否完成，不由她自己的内在体验来检验，而

由儿童是否感受到了“这次真的没人替我兜底了”来检验。场域从“内在”到“关系”的位移，是“消极能力

”这个概念所无力装下的。

第三——也是最关键的一重差异——二者所引发的伦理重量的落点不同。“消极能力”所面对的

不确定性，其伦理重量主要由拥有该能力的个体自己承受：诗人独自承受混沌的不安，分析师独自

承受不确定性的焦虑。而在“协商无知”所敞开的处境中，那个不确定性的伦理重量，被结构性转移

了。父母悬置了判准，意味着他们不再替孩子预判后果的好坏；而由此产生的那种“这次如果我做了

错误的决定、后果我自己担着”的焦虑，现在压在了被赋权的儿童身上。这是一种由权力高位者主动

执行的伦理重量的交接。它不是“我自己安住于不确定”，而是“我主动把不确定推到你的肩上，并相

信你能在那压力下长出你自己的东西”。“消极能力”作为一个描述个体德性的概念，从未处理过这种“

把他人推入不确定”的伦理动作的结构与风险。正是在这里，“协商无知”从“消极能力”的邻近地带被

逼了出来，切开了后者无力装下的一个辨别面。

（二）与“悬置判断”（epoché）的缺席对话：这是本文最关键的概念校验

在此前的理论版本中，本文用“消极能力”完成了第一重校验，便匆忙宣告了“协商无知”的不可还

原性成立。这是不充分的。一个更隐蔽、因而也更危险的邻近概念，至今尚未被正面迎战：“悬置判

断”（epoché）。

“悬置判断”是现象学的基本操作。胡塞尔（Husserl, 1913）在《纯粹现象学与现象学哲学的观念

》第一卷中提出，现象学还原的第一步，就是对“自然态度的总命题”——即我们关于世界存在的日

常信念——加以“加括号”（Einklammerung），将其悬置、不予判断。[4]这种悬置不是否定外部世界

的存在（那将是另一种存在判断），而是对其存而不论，从而使我们能将目光转向意识自身的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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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此后，这一操作在海德格尔那里被转化为对“存在者”的日常理解方式的悬置，以逼问“存在本

身”的意义；在列维纳斯那里则进一步被赋予伦理意涵：对他者的面容的经验，要求我们悬置那种试

图将对方纳入自己理解框架的自我学冲动。

在此，一个严峻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如果“协商无知”仅仅被描述为“父母悬置了对何种结局是

公正的判准”，那么它与现象学的“悬置判断”有何本质区别？“悬置判断”同样要求将某一类认知命题

（自然态度、日常理解、自我学框架）加括号、不予使用。这样看来，“协商无知”似乎可以不费力

气地被吸收为“悬置判断”在家庭教育领域的一个应用实例。倘若我们只能论证到这一步，那么“协商

无知”就不需要一个独立的名字。它只是某种更普遍的精神操作在某个局部领域的实践。

因此，这是一个“生死劫”式的校验。必须正面回答：“协商无知”切开的那个辨别面，究竟是什么

？它为什么不是“悬置判断”在家庭中的应用？

答案是：“协商无知”所撤走的，从来不是一个认知命题，而是一个关系中的导引性在场。

这一点至关重要。现象学的“悬置判断”，无论是胡塞尔的加括号、海德格尔的存在论悬置还是

列维纳斯的伦理悬置，都是在认知层面对一个或一组命题的中止。胡塞尔中止的是对世界存在的信

念；海德格尔中止的是对存在者的日常理解；列维纳斯中止的是将他者纳入自我框架的认知冲动。

它们的操作对象，是判断者的意识内容。这种悬置可以独自完成：一个现象学家在书房里就可以执

行现象学还原，不需要一个具体的、在场的、正在被他悬置着什么的他者。

而“协商无知”的操作对象，不是父母的意识内容，而是父母在亲子关系中实际行驶着的权力。

在一个不对等的权力关系里，优势方（父母）凭借其优势位置，持续地向劣势方（儿童）发出一种“

导引性在场”——这种在场可能以语言表达（“你觉得怎样才是公平的？”背后的期待），也可能以沉

默起作用（不赞同地皱一下眉，微微叹一口气），它无时无刻不在向儿童传递一个信息：“我在看着

你，我在用我的判准丈量着你的方案，如果你越界我会把你拉回来。”正是这个导引性在场，而非任

何特定的认知命题，构成了“守护发生”框架中那个未被拆除的权力核心。它不是一个“判断”，而是一

种弥漫在关系空气中的方向性引力。

“协商无知”的动作，是成人有意识地、外显地、可被儿童感知地将这种导引性在场从冲突解决

的空间中撤走。这不是“我对你的解决方案不做判断”，而是“我不再以我的判断在场于你做决定的这

个过程里了”。撤走的不是命题的肯定或否定，而是一种关系性的在场方式。一位母亲如果只是在心

里对自己说“我暂且不判断他们谁对谁错”，但她的身体仍留在冲突现场、她的表情仍在随孩子的方

案而微变、她的沉默仍被孩子解读为“她不说但她在等”——那么她所做的只是认知悬置，而非权力

让渡。“协商无知”要求的不只是悬置判断，更是悬置那种以成人判准为引力中心的在场方式本身。

这种在场方式一撤走，被留下来的那片空地，就不再只是“没有答案的空间”，而是“没有引力中心的、

失去了方向的、孩子们必须自己相互成为彼此引力与阻力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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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此，协商无知必须包含宣告性言语行为的成分。父母不能只是在心里“加括号”，他们必须

以某种方式——言语、行动或持续的克制——让儿童明确意识到：“这次，在我和你的关系里，那根

一直牵着你的绳子，我放手了。”这不是胡塞尔式的内在意识操作，而是一种改变了人际权力结构的

实际动作。它需要接收方，需要即时效应，需要承担被接收方误读、滥用或拒绝的风险。这些，都

不在“悬置判断”的概念射程之内。“悬置判断”是一种意识的自我治理，而“协商无知”是一种关系中的

权力让渡；前者可以在独白中完成，后者必须在对话中被兑现；前者悬置的是“相信什么”，后者撤

走的是“谁在场主导”。二者虽然分享“悬置”这一家族相似，但它们所悬置的对象分属完全不同的存在

层次。这一刀切开之后，“协商无知”才真正完成了它的概念独立性论证：它不是在操作“悬置判断”，

它是在解除一种权力引力。

（三）与“赋权”与“放手”的简要分界

相较于前两项辨析，与“赋权”和“放手”的分界可以更简洁，但仍然必须。

“赋权”（empowerment）在儿童研究、教育学和家庭治疗中被广泛使用，它通常指成人有意识

地创造机会、提供资源或调整权力结构，以使儿童获得更多参与决策的能力与空间。“赋权”的默认

逻辑是：成人拥有权，成人选择把一部分权“赋”给儿童；成人的主体性贯穿始终——赋多少、何时

赋、赋到什么程度，均由成人判断。在“赋权”的框架下，成人依然保持着对“何种赋权是适当的”的终

极定义权。而“协商无知”的逻辑根本不同：它不是在“给”权，而是在“撤”知。父母不是选择行使他们

的权力去赋予孩子更多决策空间；他们是选择撤回他们自身用以判断“怎样是更好的结局”的认知框

架，从而使得那些原本被这框架压制住的、儿童的伦理尝试，获得合法存在的空间。这里的动作方

向是相反的：赋权是从成人向外推，协商无知是成人向内撤。赋权重在资源分配，协商无知重在认

知悬置。被赋权的儿童仍然知道，自己是在一个成人划定好的、可接受的范围内行使权力；而面对“

协商无知”的儿童，被抛入的是一个成人尚未划定边界的、无人可以请示的伦理荒原。这两种处境中

儿童的主体性体验截然不同：一个是“我被授权了”，另一个是“我被丢下了，我得自己来”。

至于“放手”（letting go），则是一个过于宽泛的日常语汇，它缺乏任何精确的操作结构。它可

以指从疏忽到信任的一切状态，且没有内在地包含“协商无知”所强调的那几个关键要素：结构的在

场（父母仍在、红线仍在）、认知的外显宣告（父母说出“我不知道”）、以及权力格局的真实变更

（儿童获得定义收场的资格）。因此，“放手”不构成对“协商无知”的理论威胁。

经此四重校验——其中与“悬置判断”的缺席对话，补充了此前版本中最致命的缺口——“协商无

知”的不可还原性得以成立：它既不是消极能力、悬置判断、赋权或放手的特殊应用，也不是它们的

简单合成。它从特定的实践矛盾——成人越想守护秩序，儿童的伦理自主越难以萌发——中被结算

出来，并切开了既有概念无法覆盖的辨别面。这个辨别面就是：成人关于“何为关系良序”的导引性

在场的、外显的、经由权力让渡而生效的关系性撤出。这不是一个认知命题的悬置，而是一种权力

引力场的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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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从翻译者到无知者：田野切片中的实践形态

一个概念要证明自身，不能只在理论的真空里自洽，它必须走向泥泞的现场。本节引入两个来

自真实家庭冲突记录的田野切片——一个偶然成功的案例，一个失败的案例——以此展示“协商无知

”在实践中如何运作、可能遭遇何种失败、以及它为何在失败之后仍然是一个值得冒险的伦理抉择。

这些案例不是为了“证明协商无知有效”，而是为了展示：在这片空地上，伦理发生与关系硬化同时

作为真实的可能性并存，而“协商无知”的伦理力量恰恰在于它承认这种并存，而不是用理论的光环

去掩盖失败的可能性。

案例一：画被撕了之后（偶然成功）

人物：母亲，女儿小语（9岁），儿子小泽（6岁）。背景：周日下午，客厅地板上散落着画纸、

蜡笔和乐高零件。小语花了一个多小时完成一幅画，放在地板上晾干。小泽跑过时不小心踩到画纸

上，留下一个灰色脚印，画纸边缘撕开了一道口子。小语尖叫，冲过去把弟弟推倒在地，然后当着

他的面把他刚拼好的乐高飞船一把抓起、摔在地上，零件散落一地。母亲从厨房赶到现场时，小泽

坐在地上放声大哭，小语攥着拳头站在旁边，眼圈通红，浑身发抖。

母亲的即时反应：她第一反应是冲过去检查小泽有没有摔伤——没有。随后，那股“各打五十大

板”的冲动涌上来：对姐姐说“你推弟弟不对”，对弟弟说“你踩姐姐的画在先也不对”。但她在开口前

忍住了。她想起了自己最近反复听到的那套说法：先别急着当法官。于是她蹲下来，试着走“守护”

脚本。她对小语说：“这幅画你画了很久，被人踩了，是不是觉得特别心疼？”小语没看她，咬着嘴

唇。她又对小泽说：“你跑过来的时候没看到地上的画吧，你不是故意的，对不对？”小泽哭着点头。

然后她做了那套脚本里最关键的一步——“把问题交还给孩子”。她说：“那现在，你们两个觉得

，这件事接下来该怎么办？”

小语沉默了几秒，然后一字一顿地说：“他把我的画弄坏了，我把他的乐高摔了。现在公平了。

我不想道歉，我也不要他道歉。就这样。”说完她转身走向自己房间，把门关上了。

关键转折：母亲僵在原地。小语的话让她非常不安。这不是她期待听到的。她期待的——虽然

她刚才没有说出口——是小语至少承认“推人和摔东西不对”，或者小泽主动说“姐姐对不起”。此刻，

她面临一个在“守护发生”脚本中没有被清晰指引的选择：是把小语从房间里拉出来继续翻译纠葛、

引导谈话方向，直到小语说出一个更“健康”的收场方案；还是——就这样了？

她做了一个她自己后来描述为“我当时也不知道对不对，但我真的不知道还能怎么办”的动作。

她深吸一口气，对小泽说：“姐姐说就是这样了。妈妈现在也不知道还能做什么。”她又站了一会儿

，把散落的乐高零件捡到一个盒子里，放在茶几上，然后回了厨房。她没有尝试修复，没有替任何

一方说话，没有在晚上把小语叫出来做一次温柔的复盘。她把那个“僵局”留在了原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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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发生了什么：第二天早上，母亲发现小语比平时起得早，一个人坐在客厅地板上拼乐高。

拼的不是她自己的东西，是小泽昨天被她摔散的那艘飞船。她没有完全复原——有两个小零件她找

不到，飞船的一侧机翼歪着。小泽起床后看到飞船，“哇”了一声，跑过去坐在姐姐旁边看她拼。两

个人没有说话。母亲后来在访谈中说：“就那样，没和好，也没再吵。就是一起坐在那儿。我也不懂。

”此后一周，小语和小泽之间仍然有冲突，但母亲注意到了一个她此前从未见过的细节：在一次新争

吵中，小泽正打算伸手去拿姐姐桌上的一支笔，手伸到一半自己缩回来，说了一句“那你上次不是也

没问我就拿我东西吗”。小语愣住，然后把手里的笔放了回去。母亲说：“那个瞬间我突然觉得，他

们之间好像有了什么我不知道的规矩。”

对这个案例的分析：这个案例不能——也不应该——被解读为“协商无知魔法般地解决了冲突”。

小语没有道歉，小泽没有被公平对待，母亲没有说出任何有技术含量的话。那艘被拼歪的乐高飞船

，也不是什么温馨的和解象征。但这个案例展示了几个不可能在“守护”脚本里出现的现象。

第一，小语的“公平了，就这样”，是一个母亲在意识上知道“不该接受”、在情感上却也无力反驳

的方案。在“守护”脚本里，这个方案会被后续的引导重新软化——它活不过当晚。但母亲这次没有

做后续引导。于是小语的方案被真正执行了。她没有被教育成“应该更大度”，而是被迫在第二天早

晨独自面对自己那个方案的代价——弟弟没有来求她修飞船，是她自己决定早起去修的。这个决定

不是出于被教导的道德，而是她自己在那个沉默的夜晚里，面对被摔碎的乐高和无言的弟弟，自己

掂量出来的东西。

第二，小泽后来那句“那你上次不是也没问我就拿我东西吗”，是他在这个家庭里第一次动用了

一段“未经成人批准的历史”来为自己的立场出价。他不是在背诵规则（“不能拿别人东西”），而是在

援引一个只有他和姐姐共同经历过的具体事件——那次姐姐摔了他的飞船，后来又默默修了，这件

事在他们之间形成了一种模糊的、尚未命名的互欠与互让。他开始用这段历史的重量来讨价还价。

而小语听到这句话后放下了笔，说明这段历史在她那里也生效。这就是一把只在他们两人之间生效

的尺。这把尺上没有成人的刻度。

第三，也必须诚实地指出这个案例的局限和风险。母亲的无知不是有意识的理论实践，而是“不

知道还能怎么办”的偶然反应，这决定了它的不可复制性。小语主动去修飞船，这个结果高度依赖她

的个人特质——如果她那一晚没有感到愧疚，而是更加坚定地认为“我做得对”，那么事后的动态可

能完全不同。而且，母亲在这一过程中没有清晰划定保护的边界——如果小语当时不只是推倒弟弟

，而是持续打他，母亲就必须介入，而这个案例没有提供这类边界测试。

案例二：反复压制（失败）

人物：父亲，儿子小骏（10岁），儿子小轩（7岁）。背景：小骏和小轩经常为谁先用平板电脑

而争执。父亲读过关于手足冲突不应由成人裁决的论述，决定实践“把问题交还给孩子们自己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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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次激烈的争抢中，小骏凭借年龄和口才优势，强硬地宣布：“我先用一小时，你用半小时。不同

意的就别用。”小轩抗议无效，哭着来找父亲。父亲按照他理解的理论，没有介入裁决，而是对弟弟

说：“这是你们两个的事情，爸爸不能替你们决定。你再去找哥哥谈谈。”

接下来的一周里，小骏延续了这个模式：凡有争议资源，他率先提出一个明显有利于自己的分

配方案，然后以“你不服就别玩”的强势态度迫使弟弟接受。弟弟日渐退缩，不再主动争取，也不再

向父亲申诉——因为他已经知道申诉没有用。父亲敏锐地察觉到弟弟的情绪变化，但他不确定这是

否属于“孩子们正在自己解决问题”的正常过程。直到有一天，小轩在被哥哥拒绝一起拼拼图后，没

有哭，没有闹，只是默默走进了自己房间，关上门。父亲在门外听到他在自言自语，声音很轻：“反

正我玩不玩都行。算了。”

这个案例展示了“协商无知”未被正确理解时可能导致的危险。父亲的错误在于：他把“不裁决”理

解成了“不介入”——即对已成结构的权力失衡保持沉默。他没有意识到，“协商无知”的前提是一个双

方都能安全参与的协商空间，而小骏以年龄优势和语言能力系统性地摧毁了这个空间。这不是“伦理

真空”，这是强者的单方面猎场。当父亲没有在权力失衡固化前出手保护协商的前提条件时，他的“

无知”就已经从伦理实践滑向了实质共谋。弟弟在这个过程中的退缩不是一个“学习过程”，而是对一

段不再能期待公平的关系的放弃。

这个反面案例补充了案例一所不能展示的东西：那片被成人的知识腾出的空地，既可以长出案

例一中的那种微妙互惠，也可以长成案例二中的单方统治。“协商无知”不是一种只要做了就会导向

好结果的操作程序。它是一片真实的、后果自负的空地，在这片空地上，好的和坏的结果都是可能

的。而正是这种不可担保性——这种甚至连“这片空地一定会结出好果子”的知识也不保留的彻底

——才使它成为一种发生学意义上的伦理实践，而不是又一种换了包装的“正确育儿法”。

案例三：跟踪十一周的片段

以下片段来自对案例一同一家庭的后续跟踪。时间跨度约十一周，以下为三个关键节点的摘录。

第三周：小语和小泽因遥控器发生争吵。小泽先拿到，小语想要换台。争吵持续约七分钟，音

量逐渐升高。母亲在场但不介入。最终小泽说“那你看十分钟再还我”。小语同意，看了十分钟后还

给他，并说了一句“谢了”。母亲记录：“这是第一次他们没有找我。”

第六周：两人因乐高零件归属爆发激烈冲突。小泽声称小语上周借走一个蓝色透明件至今未还。

小语否认。争吵持续近二十分钟，无果。最后小语说“我不记得了，你想要的话我那里有个一样颜色

的给你”。小泽接过零件，但仍嘟囔“这不是原来那个”。此后几天，两人玩别的，该冲突未被再次提

起，也未被修补。母亲记录：“他们好像就让它过去了。这在我以前是不可想象的。我以前一定会让

他们‘说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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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周：小泽未经允许拿了小语的贴纸，贴在自己的本子上。小语发现后，没有像以前那样

尖叫或动手，而是说：“你欠我一个。下次我有想要的你得给我。”小泽想了一下，点头。这次冲突

全程不到三分钟。母亲记录：“那是一瞬间的事。他们好像已经有了一套只有他们自己懂的规矩。我

不知道那套规矩是什么，但这不重要。”

这些片段的价值不在于它们展示了某种稳健的技巧，而在于它们展示了时间。从第三周到第十

一周，姐弟之间的互动模式发生了可观察的变化：冲突仍存在，但解决的速度加快，申诉成人频次

下降，方案的精准度上升。他们之间的那套“规矩”——借还的逻辑、欠与偿的模糊度量——没有任

何一次是成人帮助他们定义过的。它是在反复的碰撞、沉默、失望和偶尔的松动中，被他们自己一

寸一寸地发生出来的。这个过程漫长、不美观、充满倒退，但它是一个真实的、属于他们自己的伦

理发生史。

五、协商无知如何生发动态公平：从空地到尺的发生机制

如果成人连“何为公平”的定义权都交了出去，公平本身还剩下什么？或者更尖锐地问：在无人

裁判的境地中，公平究竟从何长出？如果空地上既可能长出尺，也可能长出刀——既可能生发出案

例一中的那种微妙互惠，也可能凝固成案例二中的单方统治——那么，是什么使得尺相对于刀，在

这片空地上具有内在的竞争力？本节的任务，就是正面回答这个问题。不能仅仅宣称空地上可能长

出尺，必须论证：在这种无人裁判、后果自负的重复互动中，互惠合作相对于纯粹压榨，在策略上

有其稳定的、可分析的竞争优势。否则，这片空地就不是伦理发生的土壤，而是野蛮角力的丛林

——而“协商无知”也就成了把弱者丢进丛林的辩护词。

（一）发展心理学的基石：同伴互动作为自主道德的天然实验室

首先，本文的论证建立在一个扎实的发展心理学基石之上。皮亚杰（Piaget, 1932）在其经典著

作《儿童的道德判断》中通过弹珠游戏的田野观察指出，儿童通过与同伴的平等互动——而非与成

人的不对等互动——建构对规则的真正理解。[5]在成人权威面前，儿童习得的是他律道德，是对规

则的服从；只有在与同伴的协作与冲突中，儿童才可能发展出基于互惠的自主道德感。这一洞见对

本文的论证构成了根本性支撑：它从经验上确立了，儿童在同伴关系中确实有能力不依赖成人权威

而发生出伦理判断。

然而，皮亚杰所观察的弹珠游戏场景与本文所讨论的“协商无知”处境有一个关键差异。在弹珠

游戏中，规则本身是给定的——弹珠游戏的玩法有一个被所有孩子大致接受的版本，争议只在于如

何解释与适用。而在“协商无知”所面对的冲突中，要害恰恰在于：没有任何既定规则可供援引。姐

姐摔了弟弟的乐高作为对弟弟踩画的报复——这件事“对”还是“不对”，在这个家庭里没有一个大家共

同承认的判准。父母没有给过；孩子们自己也没有建立过。他们被抛入的那个伦理真空，不是“规则

不清楚”的争议，而是“连尺子都没有”的荒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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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此，问题变得更尖锐了：在没有既定规则的情况下，互惠为什么能竞争得过纯粹压制？如

果姐姐可以用体力或语言优势直接压服弟弟，她为什么要费力和他协商？

（二）重复博弈的演化逻辑：互惠策略的竞争优势

这里必须调动博弈论关于重复互动的基本洞见。阿克塞尔罗德（Axelrod, 1984）在其经典著作

《合作的进化》中，通过计算机模拟锦标赛证明：在重复囚徒困境中，基于互惠的策略（以“一报还

一报”为代表）在长期竞争中稳定地优于纯粹剥削策略。[6]这背后的逻辑并不复杂：纯粹剥削策略（

总是背叛）在单次博弈中可能获益最大，但在多次重复博弈中，它很快会导致对方也持续背叛或退

出互动，从而使双方都丧失从合作中获益的机会。而互惠策略——你合作我合作，你背叛我背叛，

你重新合作我也重新合作——在反复互动中能够建立起一种稳定的合作均衡，使得双方在长时段内

的总收益高于互相背叛。

在手足冲突的日常情境中，这个逻辑同样成立。姐姐可以在一场争端中以强势姿态压制弟弟，

夺得眼前的好处——更多的零食、更长的平板使用时间、更好的玩具。但如果她持续这样做，弟弟

就会逐渐习得：在这段关系里，协商是没有用的，争取是没有用的。他会选择退出互动——不是身

体上离开这个家，而是在心理上不再把姐姐当作一个可以一起玩、可以分享秘密、可以在父母不在

时互相壮胆的同伴。他会避免和她合作，会在父母不在时不主动找她玩，会在她需要帮忙时装作没

看到。这种“关系降温”是真实的、可感知的、有代价的。姐姐未必意识到博弈论的术语，但她会在

身体层面上感受到：那个以前会主动来找她一起搭积木的弟弟，现在宁愿一个人在角落里看绘本。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协商无知”所腾出的空地不是一片任由强者肆意妄为的无主之地。它是一

片被一个最严苛的裁判所监管的实验场——这个裁判就是关系本身。它不会判决谁对谁错，但它会

让每个参与者都在反复互动中体会到：某种程度的互惠——哪怕只是模糊的、粗糙的、实用主义式

的、“这次我让你一点下次你让我一点”的互惠——比无止境的相互消耗更能维持一段他们其实都需

要的关系。这个体会不是被成人教会的，是在无人替代他们承受关系破碎的代价之后，自己跌跌撞

撞地学到的。

由此，当本文说“空地上会长出尺”时，这不是一个浪漫化的信念，而是一个基于重复博弈理论

的可分析的预测：在长期重复互动中，互惠策略具有相对于纯粹压制的内在竞争力。姐姐可能会在

一段时间内以更强势的姿态定义“公平”，弟弟可能会因为害怕失去玩伴而暂时顺从。但只要互动持

续足够多次、且双方的退出成本均大于零（即双方都在这段关系中有自己无法单方面替代的利益）

，纯粹压制的长期代价就会在反复互动中逐步显现出来。弟弟会在某一天不再来找姐姐玩了；姐姐

会在某一天突然意识到，那个以前总是跟在她屁股后面喊“等等我”的弟弟，已经很久没有主动和她

说话了。这种“关系降温”是缓慢的、沉默的、不如一场大哭大闹那样有戏剧性，但它对姐姐的惩罚

比任何父母的训斥都更持久、更深入骨髓。因为这不是外部权威的惩罚，这是她自己亲手把自己在

一段关系中的愉快与安全感一点点削减掉的。反过来，那些从一开始就学会了——哪怕只是粗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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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利地——彼此让一步的孩子，会在长时段中积累出一种只有他们自己知道密码的、共享的合作语

言。这把尺是歪的，是不精确的，但它是一把他们自己亲手打磨的尺。

（三）为什么尺会胜过刀：再论互惠相对于冷暴力的竞争优势

这里需要正面回应一个更尖锐的追问：在“协商无知”腾出的空地上，难道不会生长出一种比直

接暴力更持久的控制形式——冷暴力吗？姐姐可能不再动手推积木，但她学会了一种更隐秘的控制

术：用持续的冷漠、回避和不回应来惩罚弟弟，使弟弟在一种无法申诉的沉默中被持续压制。这种

冷暴力不违反任何一条可以清晰陈述的规则，因此也无法被成人的保护性在场有效捕获。如果冷暴

力比直接暴力更“高效”——因为它不会被父母制止——那么空地上生长出来的就不是互惠的尺，而

是更精致的刀。这个反驳必须被严肃对待。

冷暴力确实是一种极难处理的互动形态。但恰恰因为它如此隐蔽、如此难被成人发现和裁决，

它才尤其需要儿童自身的伦理能力来抵抗，而不是等待成人来发现和惩戒——因为成人在此常常是

失效的。一个在长期被成人裁决的环境中长大的孩子，面对手足的冷暴力，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向父

母申诉；而他的申诉因为缺乏“证据”和“伤痕”，常常无法被有效受理。而一个被真实地抛入“协商无

知”处境中的孩子，会在一段没有人替他翻译、没有人替他主持公道的沉默中，获得一种在裁决环境

中极难发育的能力：他学会辨认冷暴力，学会在它初现苗头时就做出反应，学会为自己的关系边界

出价。在案例一的后续跟踪中，弟弟那句“那你上次不是也没问我就拿我东西吗”，恰恰就是这种能

力的雏形。他不是在向母亲申诉，不是在背诵规则，而是在动用一段只有他和姐姐共享的历史来为

自己的立场讨价还价。这种能力不是成人赋予他的，而是在成人退场之后他从互动中自己长出来的。

冷暴力的最终克星，从来不是一个更警觉的成人法官——因为冷暴力会不断演化出更隐蔽的形态来

躲避裁决——而是一个在这种处境中学会了不再只做受害者、而开始为自己的关系边界主动出价的

孩子。这把匕首，正是在成人的知识退场之后，才第一次被交到他自己的手里。

这并不意味着“协商无知”可以神奇地治愈冷暴力。它不能。但它创造了一个裁决环境中难以企

及的条件：它让受害者有机会在与施害者的真实互动中，而不是在向权威的申诉中，去发展自己对

隐性权力操作的分辨力与反制力。这种能力的生长很慢、充满挫折、且并非每个孩子都能成功做到

，但那些做到了的孩子所获得的，不是一套“如何应对冷暴力”的知识，而是一种植入身体记忆的在

不对等关系中掂量自身分量、识别隐性侵犯、并为自己出价的能力。这种能力，是任何成人裁决都

无法赋予的。

（四）对“脆弱孩子”的伦理交代

然而，即使接受上述论证，一个令人不安的问题仍然挥之不去：那些天生不擅长为自己出价的

孩子呢？那个在案例二中默默退进房间、自言自语“算了”的弟弟，如果在经历了长期的协商无知之

后，仍然没有学会“为自己出价”，而是彻底放弃了在这段关系中争取公平——他会怎样？这篇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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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那些天生内向、不善言辞、在人际博弈中总是处于下风的“脆弱孩子”，是否在伦理上有一片空

白？

这个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诚实地说，“协商无知”这片空地，对不同的孩子，难度是不同的。

它对那些语言能力更强、情绪韧性更高、更善于在人际互动中摸索分寸的孩子，更有可能成为伦理

能力生长的沃土；而对那些天生退缩、不善争执、易于被压制的孩子，它确实可能成为一段更孤独、

更艰难的旅程。但这并不意味着协商无知对脆弱孩子就是不公正的。

首先，在“守护发生”的框架下，那个脆弱的孩子也同样没有被真正地赋能。他为受到的不公向

父母申诉，但父母的那套“翻译-交还”机制，同样期待他能以某种“健康的方式”表达自己、参与协商。

如果他做不到——如果他只是哭、只是不说话、只是在被问到“你觉得可以怎么解决”时低头沉默

——那么守护者的那套脚本同样对他无计可施。“守护发生”并没有比“协商无知”更好地保护脆弱的孩

子；它只是用更温和的方式把同样的期待套在了他身上。

其次，“协商无知”至少为脆弱的孩子打开了一个裁决框架所没有打开的可能：他可能——在一

个足够长的时间跨度中——发现一种不需要语言强势也可以生效的协商方式。在案例一的后续跟踪

中，弟弟小泽并没有变成一个能言善辩的协商高手。他的“出价”——“那你上次不是也没问我就拿我

东西吗”——不是什么精妙的修辞，而是一种笨拙的、直接的、用历史当筹码的尝试。但这种笨拙，

在他的姐姐那里，恰恰生效了。因为它不是技巧，而是真实——是那段只有他们两人共同经历的、

无法被成人复制和替代的历史的重量。

最后，也是最根本的一点：如果经过有红线兜底（见第六节）的协商无知的持续实践，某个孩

子确确实实地、长期地、结构化地无法在这段关系中建立任何有效的互惠协商能力，而只是持续地

退缩和被动接受，那么这就是一个信号：协商无知这片空地，对这个特定的孩子、在这个特定时期

，不适合。这不是协商无知作为伦理原则的失败，而是它作为实践策略的适用边界。在此情形下，

父母的介入义务不仅没有被协商无知的原则削弱，反而被它强化——因为协商无知的内核不是“让孩

子自己搞定”，而是“让那些有能力在这片空地上发生出伦理能力的孩子，不被成人的提前介入剥夺

这个机会”。对于那些暂时还不具备这个能力的孩子，成人的任务不是撤走，而是进入：不是进入做

法官，不是进入做导引者，而是进入做保护者与脚手架的搭建者——在保护孩子的安全与尊严的前

提下，帮助他逐步发展出参与那片空地的基本能力。关于这一点，下一节将在伦理红线的框架中给

出更具体的交代。

（五）此节小结

总结本节的核心论证：儿童在成人判准退场后的重复互动中，基于长期利益权衡，更有可能发

展出以互惠为核心的、粗糙但结实的动态公平感；这一结论虽无法在每一具体情境中被精准预测，

但它不是空泛的乐观信念，而是有博弈论、发展心理学以及本文所呈现的长期跟踪经验作为实质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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撑的分析性判断。它承认失败发生的真实可能性——案例二已经清晰地展示了这种可能性——并在

此基础上仍然主张：那些具备最低限度协商能力的孩子们，在被成人真正撤走导引性在场的空地上

，更有可能发生出一种裁决环境中极难发生的伦理能力。这不是一个万能公式，而是一个有条件的、

可检验的、接受证伪的理论假说。

六、伦理红线：无知不等于无能

一个激进到连公平定义权都交出的主张，必然面对那条最锋利的攻击线：那个被姐姐推倒、被

姐姐宣告“公平了”的弟弟，若在此后一周里反复遭受类似的压制——因为他没有能力在无人裁判的

协商中胜出——这个主张，是否正在为一种更精致的放弃责任提供理论掩护？

不。“协商无知”不是放任的别名。它始终是在一道清晰且不可逾越的红线之内运作的实践。在

以下三种情形中，“无知”必须立即终止，父母必须从无知者切换为强硬的保护者：第一，当冲突中

出现单方面的、持续的身体攻击，且双方力量悬殊，弱势方已无法自我保护；第二，当言语攻击呈

现出以摧毁对方自尊为目的的持续性特征——攻击方锁定对方固定特质进行羞辱（如“你就是笨”“你

什么都不会”），而非对具体行为的愤怒表达；第三，当弱势一方出现长期的情绪退缩、自我封闭或

过度补偿等行为——如案例二中小轩那种“反正我玩不玩都行”的放弃性反应——表明权力失衡已然

固化为压迫性的结构。这三条红线，构成“协商无知”与丛林法则之间那道不能逾越的墙。它不负责

裁决“怎样的公平才是好公平”，但它必须以绝对不妥协的强制力守卫一个底线：在这段关系里，每

一个儿童的基本人身安全与自尊基底不可被摧毁。

这里必须正面处理此前版本中被审稿人指出的一处核心张力。“协商无知”宣称将“定义何为公正

收场的标准本身”交还儿童，同时又要求父母守住“不许再动手”的绝对底线。这两者之间确有张力：

那道红线本身就是一条不容协商的“知”——“身体安全不可侵犯”是父母从未交出去的绝对判准。这一

张力不能被绕过去，但可以在概念上做更精确的限定。“协商无知”不是彻底的认知空白，而是在确

保基本人身安全这一绝对判准之下的、对“公平”与“收场”之定义的认知悬置。它不是要把孩子扔进一

个连暴力也不被制止的丛林，而是要在暴力被制止之后的那片广大的非暴力空间里，彻底撤走成人

对“怎样才算是公平的和解”的一切隐性导向。“无知”的对象是公平的终局形态，不是安全的底线。这

个界限使得“协商无知”在逻辑上是自洽的，但同时也意味着：它不是一种可以一劳永逸地被占据的

固定姿态，而是一种在“保护的知”与“裁决的无知”之间持续的、警惕的平衡术。“知”与“无知”之间的

那条边界，本身就是在每一次具体冲突中被反复重新划定的动态张力线，而不是一条事先印在地图

上的固定国境。父母必须每一次都重新判断：此刻，那块被腾出的空地，是伦理发生的土壤，还是

压迫固化的温床？

在红线之内，“无知”绝不意味着父母“不管”。它是一种比裁决和翻译更需警醒的在场——父母必

须保持对权力动态的持续观察，却又不能轻易出手干预。他们要判断：这次的压制是一次性的试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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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压迫结构的开端？姐姐推倒弟弟积木，如果只是激烈冲突中的一次性爆发，且在事后出现了

如前例中那种微妙松动（次日早起去修飞船），这属于无知者可以容纳的试错。但如果姐姐在此后

一周内，反复以“这是我们两个的事，妈妈说了不管”为挡箭牌，持续、无顾忌地掠夺弟弟的东西、

打断他的游戏、并享受他的痛苦——这便是压迫结构形成的信号。无知者必须在此刻出手。此刻的

介入，不是因为弟弟的协商方案不够好，而是因为“协商”本身已被一方系统性地摧毁。此时的介入

，是对“无知”所依赖的那个前提——即存在一个双方都能安全参与的协商空间——的修复。这属于

保护，不属于裁决。

一个更隐秘的危险是隐性的情感操控。姐姐也许没有再推积木，却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在弟弟

每次拒绝她的要求时，都冷冷地甩出一句“反正你上次害我的事我还没原谅你”。她利用他对这段关

系破裂的惧怕，持续提取自己的利益。这种情况不构成身体伤害，也未必达到人格羞辱的诊断标准

，但它实实在在地腐蚀着儿童的伦理环境。父母的无知在此是否失效？是的。无知必须保持更新：

它不是一次性授权后就永久生效的协议。它是父母在每场冲突中都必须重新抉择的、基于对当前关

系动态的敏感判断的实践姿态。当成人持续观察到一方以“上次的事”为绳索反复勒紧对方时，无知

的时机便已过去。此时需要的是直接介入——不是裁决上次的事谁对谁错，而是清晰地让施压方看

到这种行为的后果：“我看到你一直在用上次的事来控制她。这样下去，你们两个的关系会被这件事

卡死。如果你希望以后还有人愿意和你一起玩，这件事不能再继续了。”这不是在替他们定义公义，

而是在保护这片协商土壤不被一方的策略性行为永久性地板结硬化。

对于上一节末尾提到的“脆弱孩子”的问题，这里必须给出更具体的伦理交代。当一个孩子在长

期的协商无知实践中，持续地无法为自己出价——不是因为某一阶段性的困难，而是因为结构性的

人际能力落差——父母的介入义务不是减弱了，而是改变了形态。此刻需要的不是成人重新恢复裁

决者的角色，以一次性的审判替代孩子缺失的协商能力；此刻需要的是：成人以一个“脚手架搭建者

”的身份在场，在不收回裁量权的前提下，帮助脆弱的孩子逐步获得参与协商所需的最低限度能力

——帮助他命名自己的感受（“你是不是觉得说不出来，但心里很委屈？”），帮助他用语言表达那

些原本只能以退缩和沉默来应对的困境（“你想不想让哥哥知道，他那样说话让你很难受？”），在

他尝试为自己出价但失败时提供情感支持而非替代性裁决（“我看到你刚才想跟姐姐说了，但她没听。

这让你更难受了，对吗？”）。这种脚手架的搭建，与“协商无知”的基本原则并不冲突——因为它不

替孩子定义公平的终局，它只帮助孩子获得进入那片空地所必需的语言能力与情绪韧性。当脚手架

完成了它的任务——孩子已经能够独立在空地中为自己出价——成人就应当撤走脚手架，而不是将

脚手架变成又一种隐性的导引在场。这个“搭建—渐撤”的动态，是“协商无知”在面对不同能力水平的

儿童时，保持其伦理原则不堕为丛林法则的关键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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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无知”如何拒绝成为方法：一个概念的自我驯服风险

本文至此已经对“协商无知”做出了理论界定、实践描摹、边界划定与动态公平的发生机制论证。

但在结束之前，必须以最严肃的方式处理一个来自本文核心立场的自我批评。此前的版本以“陷入发

现学的危险”为题，做了一次自我诊断式的检讨。但那个做法本身——用“发现学”这个标签来诊断自

己、然后心满意足地宣告“我已经指出了风险因此我是安全的”——恰恰是一种高级的发现学操作：

它在给自己做CT扫描，并把扫描报告当作解药。这种元层面的自我诊断，不但没有从发现学中挣脱

，反而在更精致的层面上复制了发现学的核心语法。

因此，本节的标题不叫“陷入发现学的危险”，而叫“‘无知’如何拒绝成为方法”。这一节的任务不

是指出论文可能犯的错误，而是直接用理论的语言去展示：本文所论述的那个“协商无知”，本身就

已经内在地包含着一种不能被任何理论——包括这篇论文的理论——彻底收编、固定化、操作化的

拒绝力量。它不是一篇“教你如何做无知者”的指南；它是在论证，为什么“无知”一旦被做成方法，就

已经不是无知了。

一个概念从实践的泥泞中被发生出来、命名、描述、论证，然后被写成论文——在这个过程中

，它面临着一种几乎不可抗拒的自我驯服：从一种在每次实践中都需要被重新抉择的活生生的伦理

冒险，逐渐凝结为一套可以被学习、掌握、然后带着确定感去执行的操作程序。读者读完这篇论文

后，最自然的反应就是问：“那我该怎么做？什么时候说‘我不知道’？说几次？怎么说？”而一旦论文

为这些问题提供了清晰的答案——哪怕只是“建议”而非“规则”——“协商无知”就已经从一种伦理冒险

，被降格为一种可以被写在育儿手册里的技术操作。当一位母亲照着这篇论文的“示范”，在冲突现

场对孩子说出“这件事该怎么收场，我没有答案”时——如果她心里其实知道“我此刻说这句话是对的

，论文里就是这么写的”，那么她的“不知道”就只是表演，而儿童对成人表演的识破能力，通常远超

成人自己的想象。那层由成人的真实认知局限所营造的不确定性张力，在表演的那一刻，就已经消

散了。剩下的只是一场精致的育儿剧场。

这就是“协商无知”这个概念的自我驯服风险。但这一风险所揭示的，不是概念的失败，而恰恰

是概念最深的内核：“无知”之所以具有伦理力量，正因为它不是一种可以被掌握然后安心执行的技

术。它的力量来自于它的不可被脚本化——来自于父母在那一刻真的不知道什么才是好的结局，而

不是因为一篇论文告诉他“你应该说不知道”。一个被理论训练出来的“无知”，是一种矛盾修辞：它是

用“知道”（我知道无知是对的）来执行的“无知”。而只有那种未经理论担保的、在真实的不确定中颤

颤巍巍做出的“我不知道还能做什么”——那种连“我这样做是不是对的”也无法确定的彻底的无知——

才可能在那片空地上引发儿童的真实反应。

因此，这篇论文的实践贡献，不在于提供给父母一套可以学习和练习的“无知操作法”。它的贡

献在于从理论层面为一种被长期污名化的伦理姿态正名。在当代家庭养育的话语体系里，“不知道”

是一种需要被克服的缺陷——你不知道，说明你没有读够育儿书，你没有学会正确的介入策略，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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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够格的父母。而本文的核心论证，就是要撼动这条贯穿现代育儿话语的深层预设：父母在冲突

现场的“不知道”——那种真实的、不装出来的、对“什么才是公平的收场”的认知空白——不一定是一

种无能的标志。它可能正是这片伦理荒野里最诚实的起跑线。本文把那个一直压在父母肩上的隐性

的知识义务——“你要知道怎么引导”——松了一扣。它不是授人以渔，而是说服那个一直觉得自己

必须会钓鱼的人，在某些水域，可以把手里的渔竿放下。

这意味着，这篇论文的使用方式，不应该是一个想要“做对”的父母拿它来学习“协商无知的正确

操作”。它应该被那些在冲突现场常常感到“我其实不知道什么才是对的”的父母读到，然后松一口气

：原来我的这种“不知道”，不一定是我做错了什么，它可能正是我的孩子第一次被允许为自己定义

公平的那个开始。这种从“污名”到“正名”的转化，才是本文最深层的实践意义。它不创造新的“应该”

，它瓦解一个旧的“你不应该”——你不应该不知道。

但即使是在这种“正名”之中，“协商无知”也必须拒绝成为新的道德义务。“协商无知”是为那些已

经过度承担了“知道”之重负的父母所写的一纸解放令，但它不应变成新的枷锁——变成那些其实需

要更多介入支持的家庭的“你应该无知”。无知不是一种德性，它只是一种被长期压制的可能性。当

它被从育儿话语的阴影里拉出来、放到阳光底下端详之后，这份解放令的任务就已经完成了。至于

是在某些水域放下渔竿，还是在另一些水域把渔竿攥得更紧一些——这个判断，没有任何一篇论文

可以替父母做。

八、可能的反驳与回应

除前述伦理红线和自我驯服风险之外，本文的论点还面临两个方向的有力质疑，必须正面回应。

反驳一：它是不是只适用于权力大致对等的儿童？ 当一个九岁和一个三岁的孩子发生冲突时，

三岁孩子几乎没有能力参与任何对等的“协商”，此时成人若采用“协商无知”，本质上是将弱者丢给了

强者。

回应：这一反驳是成立的。“协商无知”的有效运作，确实依赖于冲突双方具备最低限度的对等

协商能力——包括表达自身需求、理解对方立场、承受不确定性并做出反应。当双方年龄、认知或

语言能力差距过大时，这片空地就不再是伦理发生的沃土，而可能成为强者的单方面猎场。在此类

情形下，成人的介入义务远高于“协商无知”所允许的范围：父母必须主动保护弱者、为其代言，并

在相当长时期内承担起定义“公平”的责任。这不是“协商无知”理论的失败，而是它的适用边界。“协

商无知”并非对所有手足冲突一律适用的万能姿态；它只在冲突双方已初步具备互为主体之能力的关

系空间中，才具有伦理正当性。家庭中兄弟姐妹的权力差距随着年龄增长在不断变化，父母需要根

据关系的动态发育程度不断重新判断：此刻，这片空地是种得出东西的土壤，还是只会塌方的悬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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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驳二：它会不会只是把显性冲突转化为更隐蔽的冷暴力？ 当父母的裁决退出后，那个更有权

力、更不在乎关系破裂的孩子，完全可能演化出一种无需动手即可实施控制的“冷统治”——用持续

的冷漠、回避和不回应来惩罚对方。这比直接推积木更难被发现、也更难处理。“协商无知”难道不

会成为这类冷暴力的温床吗？

回应：这一反驳极其有力，也是本文必须正视的最大风险。冷暴力确实是一种极难被成人的保

护性在场有效捕获的行为——因为它不违反任何一条可以清晰陈述的规则。但恰恰因为它如此隐蔽、

如此难处理，它才尤其需要儿童的自主伦理能力来抵抗，而不是等待成人来发现和裁决——成人在

此常常是失效的。一个在长期被成人裁决的环境中成长的孩子，面对手足的冷暴力，他唯一能做的

就是向父母申诉；而他的申诉因为缺乏“证据”和“伤痕”，常常无法被有效受理。一个在“协商无知”的

框架中成长的孩子，则可能在反复的试错中发展出一种裁决环境中难以习得的、更主动的应对能力

：他可能在某一次被冷对待后，走到姐姐面前，直接说出：“你从昨天到现在一直不理我，我知道你

还在生气。但这件事不能永远这样。我受够了。”这不是成人替他翻译的，也不是成人教他说的。它

不是温和的，不是不伤人的，但它是一把在无人替自己丈量公道的荒原里，由他自己亲手打磨出来

的匕首。冷暴力的最终克星，不是一个更警觉的成人法官，而是一个在这种处境中学会了不再只做

受害者、而开始为自己的关系边界主动出价的孩子。这把匕首，正是在成人的知识退场之后，才第

一次被交到他自己的手里。[7]

对于那个学不会出价的孩子，这份伦理交代已在第五部分第四节和第六节中给出，此处不再赘

述。

九、与相关经验研究的对话

本文的理论建构，需要在一组更广阔的经验研究脉络中被定位。本节不追求面面俱到的文献综

述，而是集中处理与本文核心主张构成直接张力的两个经验研究方向，以划清“协商无知”的学术边

界，并诚实地指出本文论证所依赖的经验基础目前尚不充分之处。

（一）与父母介入策略研究的定位

在家庭与发展心理学中，有大量经验研究考察了父母介入手足冲突的方式与儿童冲突解决能力

之间的关系。其中，一个被反复验证的发现是：父母的指导式介入——即帮助孩子识别情绪、生成

解决方案、评估后果——与儿童的冲突解决技能、观点采择能力和同胞关系质量呈正相关（参见

Ross & Lazinski, 2014等关于父母介入策略的综述性讨论）。初看起来，这一研究传统似乎构成了对“

协商无知”的否定：如果指导式介入有效，为什么要冒险撤走这种指导？

这恰恰是“协商无知”必须正面澄清的边界。“协商无知”所质疑的，从来不是父母介入本身——本

文反复强调的父母保护性介入和脚手架搭建，与“介入”非但不矛盾，反而是其理论框架的内在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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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协商无知”所悬置的，是介入中所携带的那种对“正确终局”的暗默导向。在指导式介入的研究

传统中，父母被训练去帮助孩子“生成解决方案”和“评估后果”，但这种“帮助”本身携带着一个几乎不

被反思的前提：存在一个比现在更好的解决方案，而父母比孩子更有能力辨认它。当母亲引导孩子“

想一想，有没有一个两个人都能接受的办法？”时，她已经预设了“两个人都能接受”是更好的标准

——而这个标准本身从未被交给孩子去质疑或重新定义。一个孩子可能想出的“两个人都能接受”的

方案，与另一个孩子想出的“我赢你输”方案相比，前者的“更好”是由成人定义的呢，还是由孩子们自

己从互动中体会出来的？“协商无知”与指导式介入的根本分界线在于：前者撤走的不是成人的介入

，而是成人介入中那个“我知道什么方案更好”的认知特权；它要求成人介入时只保护底线，而不定

义“好”。

这不是否定指导式介入的研究发现。那些研究表明，指导式介入有助于儿童习得某种特定形态

的冲突解决技能——那些被成人文化定义为“建设性”的技能。本文并不否认这些技能的价值，而是

要追问：在这些“建设性技能”之外，是否还有一种被既有研究系统性地忽视了的能力——儿童在无

人替自己定义“建设性”的处境中，自主发生的、属于自己的伦理判断力？这种能力很难被标准化量

表捕获，因此也很少出现在现有的经验研究中。本文的案例跟踪所试图捕捉的，恰恰就是这种在标

准化的“冲突解决技能”之外的东西。这不是说“协商无知”比指导式介入“更好”——那是又一种发现学

比较。而是说，它指向了一个既有介入研究所未充分理论化的维度：儿童伦理自主的发生，可能恰

恰需要成人撤走一部分他们迄今被要求提供的“指导”。

（二）与“密集母职”批判的对话

“协商无知”在家庭社会学领域有一个更宏观的对话对象，即对“密集母职”（intensive mothering）

的批判传统。海斯（Hays, 1996）最早提出这一概念，用以描述当代母亲被期待投入巨大的时间、精

力和情感资源来“优化”孩子成长的每一个维度——从认知发展到情绪智力到社交技能。[8]在这种文

化期待之下，母亲被建构为孩子发展的“项目经理”，她们的每一个教养行为都被置于专业知识的审

视之下：你介入的方式对不对？你的情绪翻译到不到位？你交还问题的时机是否恰当？“守护发生”

的范式，尽管在理念上试图松解这种专家化的母职期待，但在实践中却往往——正如本文第一部分

所分析的那样——成为密集母职更精致的版本：它没有撤销“母亲应该知道如何引导”的底层命令，

只是把这套命令的内核从“控制结果”置换为“控制过程的方向”。

在此背景之下，“协商无知”在理论上构成了一种针对密集母职的伦理激进主义。它不是在密集

母职的框架下再增加一项“你应该——”的新条目（“你应该学会协商无知”），而是从根本上质疑了那

个框架的底层预设——母亲必须且能够通过正确的知识与技术来塑造孩子的关系品质。“协商无知”

所主张的，是母亲有权利在某些时刻卸下“项目经理”的职务，有权利承认“我其实不知道什么才是好

的收场”，并且这种卸任和承认，不但不是母职失格，反而可能恰恰为孩子腾出了他们最需要的那片

自主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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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同时意味着一个必须直面的局限：这种“无知”对父母本身的要求极高。它要求父母能够承

受不确定性带来的焦虑，能够在社会文化反复灌输“你应该知道”的压力下坚守住自己的认知边界，

能够在亲密关系中执行权力的自我约束。“协商无知”不是一种比“密集母职”更轻松的养育方式；它是

一种不同类型的艰辛——它把一部分艰辛从“学习技术”转移到了“忍受不确定”。这一转移，对父职的

资源和心理韧性，提出了可能高于密集母职的要求。故此，本文的主张不应被理解为一种对母亲更

苛刻的索求——仿佛在“密集母职”的重担之上，又加上了一项“你应该学会无知”的道德义务。它的本

意恰好相反：它是在为那些已经在焦虑中过度承担了“知道”之重的父母松绑。它说：你确实可以不

知道。那片你不知道的空地，是你孩子的，不是你的失职。

十、结论：从守护到无知，再一次范式转换

本文的工作，是在“守护发生”范式的基础上，完成了一次更彻底的、对“成人知识权力”的追问。

我们的论述始于一个裂隙：当“守护发生”悄然承袭了“成人的伦理知觉比儿童更接近良序”这一未经审

查的先验时，它便没有完全兑现它所承诺的“让秩序从孩子手中发生”。那个裂隙，只有在我们愿意

承认自己不知道那个秩序应该长成什么样时，才可能被真正缝合。

“协商无知”因此不是一项育儿技术，而是一条伦理原则。它主张：在家庭这片最初的人际关系

实验场里，成人所能做的最后、也是最彻底的一次让渡，不是从“替你决定”到“陪你探索”，而是从“

我知道什么对你是好的”到“那片我不知道的空地，是你自己的，我无权给它画图”。这不是爱的撤离

，而是对爱的一次更严厉的检验：检验我们是否有勇气，在我们最想伸手去引导的时刻，相信关系

自身有一种——哪怕是笨拙的、反复的、令人心焦的——从无到有、从不公到自洽的发生力量。

这片由成人的无知所腾出的赤裸空地，不是真空，而是被一道保护红线所兜底的伦理实验场。

在这里，儿童第一次不是在外在判准的阴影下，而是在空白的、无人替他们盖章的自由里，亲手为

自己和手足之间那根看不见的线刻上刻度。他们可能刻歪，可能把一个时期的丛林法则错认为公平

，可能刻出一道我们成人永远无法认同的、奇形怪状的疤。但这道疤是他的。这疤里藏着伦理所有

秘密的起点：一个人，只有在亲手犯过不公、亲身体验过被不公对待、亲自在无人救援的困境里摸

索出一丝脆弱的互惠之后，才能成年为一个不是只懂得遵守正义条文、而是从骨骼里感知到正义之

重的人。那种从骨骼里感知到的正义之重，不是某种被恢复的“本真天性”，而是在一个无人代劳的、

后果自负的历程里，被一锤一锤地敲进生命经验里的东西。

作为一项理论假说，本文的论点为自身留下了清晰的边界与证伪条件。若在一个家庭中，父母

持续实践了有红线兜底的协商无知——即在触及红线时坚决保护，在红线之内外显地承认认知局限

并交付裁量权——经过了充分的积累期（建议不少于六个月）后，这个家庭中反而出现了比同类家

庭更严重的、固化为结构的欺凌关系，显著更少的儿童自主和解尝试，且孩子们对公平与关系的基

本知觉显著弱于长期处在“守护发生”模式下的同龄人，那么，协商无知所宣称的那个更彻底的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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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机制，便应当被放弃。它最终的成立与否，不取决于理论的缜密，而取决于那片在成人的知识

退潮后裸露出的、属于孩子们自己的伦理河床，是否真的有能力承载一次从混沌到自洽的、不可替

代的发生。

注释

[1] 本文所论之“无知”，与知识社会学中关于“无知的生产”（agnotology）等宏观研究的路径有

本质区别：后者关注无知如何被社会性地制造与维持，而本文的“无知”特指一种在具体互动情境中

悬置认知判准的实践姿态，二者不在同一理论层面。相关开创性研究见Proctor与Schiebinger（2008）

。

[2] Keats, J. (1817). Letter to George and Tom Keats, 21–27 December 1817. 本文所用版本为

Rollins（1958）编纂的书信集，引文见于卷一第193页。济慈原信中的表述是：“several things 

dovetailed in my mind, & at once it struck me, what quality went to form a Man of Achievement 

especially in Literature & which Shakespeare possessed so enormously—I mean Negative Capability, 

that is when man is capable of being in uncertainties, Mysteries, doubts, without any irritable 

reaching after fact & reason.”

[3] Bion, W. R. (1970). Attention and Interpretation. London: Tavistock. 比昂在该书中论述了分析

师在面对病人材料时应持有的“无记忆、无欲望”的纪律，这与其早期提出的消极能力一脉相承：分

析师须悬置求知的冲动，方能真正听见病人尚未说出的内容。

[4] Husserl, E. (1913). Ideen zu einer reinen Phänomenologie und phänomenologischen

Philosophie, Erstes Buch. Halle: Max Niemeyer. 此处指涉其关于“加括号”（Einklammerung）与现象学

悬置的核心论述。本文所使用的“悬置判断”系对该操作及其后学演化的通称，不专门指涉某一段落

的具体文本。

[5] Piaget, J. (1932). Le jugement moral chez l’enfant. Paris: Alcan. 本文对皮亚杰道德发展理论的

引述，仅取其关于同伴平等互动与自主道德发生之关系的核心论断，不涉及皮亚杰对道德发展具体

阶段的分类，亦不延伸至其后续跨文化效度的争论。

[6] Axelrod, R. (1984). The Evolution of Cooperation. New York: Basic Books. 阿克塞尔罗德通过计

算机锦标赛证明，在重复囚徒困境中，“一报还一报”（Tit for Tat）策略在所有参赛策略中表现最优

，其核心原则是：善良（不首先背叛）、可激怒（遭背叛后报复）但宽容（对手恢复合作后重新合

作）。这一发现为理解无需外部权威的合作演化奠定了博弈论基础。

[7] 此处关于“冷暴力”与隐性关系操控的讨论，参考了家庭系统理论对“三角关系”“情感截断”等现

象的一般性观察，以及心理动力学传统对隐性攻击的论述。这些观察构成了本文分析的理论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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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并不依赖特定的临床诊断工具或分类体系，仅用作对家庭内部互动动态的理论分析。

[8] Hays, S. (1996). The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of Motherhood.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海斯在该书中指出，当代美国社会对母职的期待是一种“密集母职”的意识形态：母亲被要求投

入几乎无限的时间、精力与情感资源来优化孩子的成长，而这种投入本身又被建构为一种不可推卸

的道德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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